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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成为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并为社会民众接受和认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马克思主义哲学涵含的思想精华可以与儒家哲学思想有共通的接榫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会通理路主要体现在实践观、人学观、社会观、自然观、历史观和辩证法等六个维度。借此，深入探
赜两者会通过程中的文化亲和性，以期在促进儒学顺利开展时代转换同时，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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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中国哲学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一方
面继承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就是要发扬优秀传
统，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就是不可回避的
了”［1］。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成为当前主流意识形
态并为社会民众接受和认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马
克思主义哲学蕴涵的思想精华可以与儒家哲学思
想有共通的接榫点。笔者拟撷取实践观、人学观、
社会观、自然观、历史观和辩证法等六个面向论阐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会通理路，深入探赜两者
在会通过程中的文化亲和性。
一、实践观的会通
社会生活的本质特性就在于实践性，实践不仅
是一种社会活动，更是人的本质存在得以敞显的表
征方式，这是儒学与马克主义哲学在实践观上的会
通点。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根本
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体系展开的基点。
第一，实践是变革现实的活动，“践行”与“习练”开
启人的自觉性。《论语·学而》开篇就言“学而时
习”才是快乐的源泉;这里的“习”并未囿限于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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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乃是自觉地将所学知识有目的、有意识地运用
于生活实践，这体现了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
特性。正是如此，马克思才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2］。孔子
及其弟子的重要著作《周易·大象传》也非常强调
君子参与社会生活实践的自觉性，如《坎·象传》
曰:“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就是要求君子要自觉
地将“常德”和“教事”融入到主体的生活实践。
“君子”应自觉地循依天道，积极主动应对人生之
事，体现出实践是人类特有的本质。这都是马克思
主义哲学所言的“实践乃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
自觉性活动”的特点。第二，实践中遵重客观规律，
按规律办事，既要“率性而为”，又要“非礼弗履”。
何谓“性”?在儒家学说《中庸》典籍中直言“天命
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天命”其实就是宇宙运行
的规律和法则，“性”乃是自然运行的规律和法则在
人事上体现出的规律之性和必然之性，“率性”就是
遵守自然规律，就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周易·
大象传》释《大壮》卦辞“君子以非礼弗履”，“礼”也
是规律的体现形式。儒家在知行关系上，提出“知
行兼具、以行为重”的知行观，如《论语·里仁》篇
章中所言“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君子
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这都体现了儒家思想对生活
实践的重视和肯定。马克思主义认为“全部社会生
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3］，并强调实践是人类能动
地改造客观世界的有意识、有目的自觉性活动;就
“实践”作为本体的原初性范畴而言，正是“实践”
通过隐而不显的方式使得一切可能的存在者“是其
所是”，人的存在方能在实践境遇中得以开显，即人
的现实存在方式则完全是由社会实践塑造并呈现
的。而儒家的实践旨趣则是通过主体内在修为和
自我成圣的方式达到“家齐、国治、天下平”的社会
理想状态。
此外，儒家学说还把实践作为自我提升和人格
完善的重要路径，也就是通过道德实践将外在自然
之性通过实践转化为内在之性。儒学反对实践中
的“心不在焉”，这并非要求集中注意力于所做之
事，而是在实践过程中主体之心要从事物中领悟出
做人的道理和生活智慧，绝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
闻，食而不知其味”;否则，实践主体就会在“视、听、
食”的诸多日常生活实践中丧失体认和领会“道”
的契机。因此，儒家更多强调通过内省式的道德自
我锻炼来塑造和完善君子人格，这一点成为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借鉴资源和有益补充。儒家倡导的实
践在本质上体现为一种道德践履，是在特定的社会
境域中和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比如孔子在
《论语》中对不同的弟子如何实现“仁”做出了殊异
的回答，因为依据主体特点的不同、社会境域的变
化和实践对象的转换，践履仁德的内容和形式也必
然会不断地发生历史性的变化。这也恰恰体现出
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特征。在
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那种脱离具体社会境域、不
顾历史实际条件的空洞抽象的“实践”是完全无法
展开的。
二、人学观的会通
主体性发掘及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这是
儒学与马克主义哲学在人学观上的会通之处。第
一，主体性发掘。儒学非常重视人的主体地位，其
对人之主体性的关注，成为“以人为本”思想的萌芽
和最初表现形态。儒家倡导“民为邦本，本固邦
宁”、“敬德保民”的思想，凸显人的主体性，体现了
人的主体地位和重民思想;“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论语·先进》)，“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
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
长》)。这就说明儒家把人置放在重于鬼神、显于自
然的位格上，体现了人之主体性的价值旨归。面对
礼崩乐坏的春秋社会，“孔子并不认为‘治乱安危’
不可改变，他是很注重发挥主体能动性而‘尽人事’
的”［4］。即便儒学发展至孟荀，依然重视天道，其
目的还是在于从天道之中领悟人道，以便更好地利
用天道参与人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非常注重对
人的主体性发掘和能动性发挥，提出“人的根本就
是人本身”的哲学命题，其实现前提和内在理由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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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
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5］;在《德意
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发现“人还具有意识”，理
论的产生还依赖于人的能动性发挥和创造。第二，
人的解放。这是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共同关注的焦
点之一。儒家提倡“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
政》)，以及“三达德”即“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
不惧”(《论语·子罕》)，主张“格致诚正，修齐治
平”以体现个体的“知‘道’、成‘道’、行‘道’”［6］。
这三个方面的核心都是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通
过内在的自我超越获得个人精神上的自由和心灵
上的解放。人是获得心灵解放的内在根据，而“德”
和“道”仅仅是人获得内心解放的外在条件。如果
说儒家哲学，通过内圣的方式摆脱心灵的束缚，获
得人的精神解放的话，那么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
为无产阶级提供了“批判的武器”的精神支撑，指明
了摆脱自然奴役、政治奴役和内心奴役的光明出
路，从而获得人的彻底地全面解放。第三，实现人
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儒学和马克思主义
哲学共同的理论诉求。儒家经典《论语》中提出了
“君子不器”、“君子谋道”，都是主张人的发展不能
拘泥于现实生活的某一方面，也不能粘滞在形而下
的器物层面，而是要追求人生发展的形上大道。儒
家之“道”有大小之分，唯有“大道”才能实现人格
完善和自我发展，方能通达人生自由之境，也才能
让人生行其久远;“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
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论语·子张》)这里的“小
道”乃为某一个方面的生存技能，尽管有可取可用
之处，但“致远恐泥”，很难用来成就人的完美道德
人格，所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小
道”。参悟人生大道需要法天象地，要有大气魄、大
格局、大胸怀，才能成就大智慧。因此，“天行健，君
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
易·大象传》)的思想一直备受儒家推崇，也是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儒家学说乃是通过个
体主动作为和道德情操的提升来实现人的全面发
展。儒学推崇圣人、君子、仁人、贤人等等都是追求
完美型人格的表现，是以“仁”“善”为本位，追求知
情意统一、寻求真善美结合的道德型理想人格，同
时也表现于“知道、成道和行道”的完美统一。这为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现代理想人格提供
了宝贵的文化资源。儒家的君子人格致思进路同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无疑有异曲
同工之妙。如果说儒家注重依靠“德”的路径实现
人的发展，那么马克思则是侧重通过“业”来实现人
的解放，两者可以实现有机互补。第四，人的本质
还表现为人具有社会性。所谓社会性乃是指人不
能脱离社会群体而孤立存在，而是在社会群体的交
往互动中建立起社会认同感和个体归属感。儒家
重要代表人物荀子就认为“能群”是人与动物区别
的重要依据，“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
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
这里“群”就是社会关系的集合体，就是人之社会性
本质的存在境域，是个人生存、发展和完善的社会
性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
性上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肉体性存在，而是表征
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发展也只能在主体参
与社会群体性生产实践的过程中得以实现和完成;
“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
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
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7］。
可见，儒家提出的“能群”之说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所言“人是社会关系总和”思想的一种朴素表达。
三、社会观的会通
“和谐”社会，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在社
会观上的会通点。两者所言的最高社会理想都是
基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此岸性理想世界，而非一
个超脱于现实世界之外的彼岸性虚幻世界。第一，
构建和谐的理想世界的目标。“大道之行也，天下
为公。”(《礼记·礼运》)这是儒家学说对构建理想
社会的不懈追求，“天下为公”是这个理想社会的整
体特征，其内在运作特点体现为“和”。“保和大
和，乃利贞”(《周易·乾·彖辞》)，“礼之用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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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论语·学而》)，这都体现了儒家哲学尚“和”
的思想，将“和”作为事物共存的理想状态和社会发
展的终极目标。诚然，我们要清醒看到，儒家的“天
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是建立在自然小农经济为特征
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理想社会。这种思
想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表征，是当时历史条件
的产物，也是由当时社会存在和经济基础所决定
的;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它激发了中华民族几
千年来对未来美好社会的不懈追求。正如马克思
在对资本主义充分考察和彻底批判的基础上，提出
了全人类应在实现自身解放和全面发展中共同建
设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第二，此岸性，即指未来
的理想目标是可通过社会各层面努力实现的，是人
类通过自身努力可以在此岸通达的。西汉戴圣编
的《礼记·礼运》借孔子之名，按照“家天下”方式
列出了诸多可以实施的举措，为人们描绘了一个不
分彼此、各得其所、谋闭不兴、乱贼不作、外户不闭
的此岸性理想世界———大同社会。这样的大同世
界是通过社会实践可以构建起来的，具有一定的现
实性。在 1930 年代，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
的梁漱溟先生之所以在中国大地上致力于乡村建
设运动的实践尝试，其缘由也就在于儒学追崇大同
社会的现实性和此岸性。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共
产主义是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目标的最实际的
运动”［8］，作为意识形态批判工具而确立起来的
“此岸世界的真理”［9］。第三，超越现实。这里的
超越绝不是超脱。这种“超越”体现在儒学和马克
思主义主张的未来理想社会都需要两个层面的支
撑前提:一方面是个体超越人性的狭隘，另一方面
是集体要超越现实社会关系。儒家学说的“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仁者爱人”、“士不可不弘毅，任重
而道远”，都说明任何一个社会成员在社会关系中
需要超越现实中的一己之私和眼前小利，要有大
爱，要担大任，要守大德，要行大道。马克思通过辩
证唯物论彻底否定了彼岸世界的有神论，那就必须
在理论学说中为人的精神世界重新树立起新的可
以在此岸通达的理想世界，并认为共产主义“不是
抽象的理想，而是消灭现状的现实的运动”［10］。儒
家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建构未来社会层面上
可以说都是一种价值学说，他们都是基于各自不同
时代的纷乱现象针砭时弊，企求建构人与社会和谐
互动的理想状态。
四、自然观的会通
唯物论是马克主义哲学与儒学在自然观上的
会通点。第一，世界本源是物质的，世界乃是物质
多样性的统一体。“气”是儒家学说中一个重要的
哲学概念，与马克思主义所言的物质的概念相近。
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荀子认为“气”是包括人在
内的万事万物的本质属性和共同基础;东汉思想家
王充认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及至宋代的张载、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等大儒更对“气”的一元论做了
充分地发挥和阐释。他们的相通之处就在于认为
“气”是世界的本源，自然界万事万物萌生于“气”，
又复归于“气”，进而在理论上演绎出宇宙生成模
式。儒家所言之“气”具有物质性，遵从了从物质世
界本身去探求世界本源的思维进路;但把世界本源
归结为某种元素或具体物象，把元素或者物象的某
一特殊性质看成物质的一般特性，就陷入了朴素唯
物主义的窠臼。此外，儒家在自然观上强调物质的
多样性。“孟子曾经说过‘夫物之不齐，物之情
也’。这就是说事物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实况，马克
思主义也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的，这是同形而上学
不同的地方”［11］。第二，物质运动存在客观规律
性，并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论语》中提到
“天”有双层意蕴，首先是物质意义上的自然之天;
在天的运行过程中，总有某种必然的、稳定的、重复
出现的秩序。日月星辰按照一定的轨迹运转，春夏
秋冬遵循一定的节序更迭，动物植物遵照物种演化
生长灭亡;“天何言哉?四时生焉，百物生焉。”
(《论语·阳货》)再者“天”还涵盖自然规律、宇宙
法则的抽象之天，那就是“天命”;“获罪于天，无所
祷也。”(《论语·八佾》)天的规律性就表征为“天
命”，是天本身固有的属性，是不可违背的。儒学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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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代表人物荀子更是认识到自然界规律的客观
性、确定性和恒常性;“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
亡”、“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
也辍广”、“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荀子·
天论》)这都是认为宇宙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律运转
变化，天之“常道”不会因为君王、卿侯、百姓的个人
情况而改变，即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发生偏离和
转移。第三，善于利用规律。在马克思主义看来，
人们不可能消灭和改变规律，也不能创设和拟定规
律，只能通过研究去发现和认识规律，并主动利用
它为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提供服务。在天人
关系上，荀子一方面强调“天行有常”，另一方面又
指出“人道有为”，在此基础上深入阐发了“制天命
而用之”的辩证思想。“天行有常”实乃认识到自
然界运行规律的恒常性和客观性，不为人的主观意
志所干扰;“人道有为”就是指明人们在规律面前并
非无能为力、无计可施，而是可以设计出有益的实
践蓝图，可以制定出有效的行动计划;“制天命而用
之”乃是表明人们应当主动发现、认识和掌握自然
规律，并积极利用它为自身服务、为人类造福。这
三方面深刻反映了荀子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
观。可见，承认并接受规律的客观性并没有遮蔽和
抹煞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反而人们可以在规律的指
导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第四，人与自然的和谐
相处，形而下层面上的“天人合一”。儒家“天人合
一”的思想首先是在形而下的物质实体层面上“合
一”，人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肉体存在，首先就是自
然意义上天的一个内在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正
如马克思在谈及人与自然关系时所言:“我们连同
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
之中的”［12］。当然，儒学“天人合一”的思想还有
在形而上的精神境界层面上的合一，这是马克思主
义哲学自然观所不具有的思维向度。
五、历史观的会通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传统社会并
没有形成系统而又科学的社会历史观;但中国传统
文化儒家学说中迸发了科学历史观的思想火花，萌
发了唯物史观的思想胚芽。唯物史观最重要的一
点就是科学回答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
证关系，认识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生活
资料的生产和满足是社会经济基础的首要内容和
关键部分，是人类社会存在、繁衍和发展的“第一个
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
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要吃喝住穿
以及其他一些东西”［16］。儒家在提倡德治仁政的
同时，也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基本条件的
满足，并认为民众有足够的生活资料才是国家安定
的前提，国家治理的根基才能稳固，社会管理的基
础才能夯实。《论语·颜渊》篇中记载子贡向孔子
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足食足兵”
就是强调经济条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
即便是在灾荒之年，也要首先注重满足百姓的基本
生活需求;孔子的弟子有若答鲁哀公时说:“百姓
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
颜渊》)《论语·子路》篇中记载孔子针对卫人众
多，提出应“富之”而后“教之”的治理理念。正如
《孟子·滕文公上》中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
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可见，儒家主张民安民
富则国安国富，认识到物质生活条件的满足是精神
文明建设、社会政治治理的先决条件;只有社会民
众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政治治理的上层
建筑才能持久巩固。这与马克思所言的“物质生活
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
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
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4］，在本
质上是十分契合的。再者，从历史发展的主体来
看，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都看到人民群众对
历史发展的作用和贡献。尽管儒家思想中并没有
建构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科学唯物史观，但是从
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在社会进
步和历史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这其中孕
育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萌芽。“民之所好好之，
民之所恶恶之”(《大学》)，“得天下有道，得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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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表明社会稳定要
掌握民情所系、要了解民意所指、要关注民心所向;
社会领导层要善于倾听民声、知悉民意、赢得民心;
“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
姓之誉者荣”(《荀子·大略》)，这也就表明了人民
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失去了人民群众的
基础就意味着丧失了一切。儒家这些“贵民”、“重
民”的思想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依然具有积极
的启发意义。
六、辩证法的会通
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进行会通的
重要接榫点。虽然两者所言及的辩证法存有中西
文化上的重大差异，但是超越两者“话语障碍”进行
文化比较研究终归是可行的，因为不同思想理论认
知都是建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之上的。这也
就为东西方文化中辩证法思想的通约性研究提供
了内在可能。儒学中的辩证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
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面向:第
一，阴阳对待和阴阳互补蕴含这矛盾双方对立统一
的思想。“阴”与“阳”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最基本的
一对范畴，是先哲用来认识宇宙、把握世界、体会人
生的一对认知工具，比如对天地、男女、黑白、强弱、
寒暑等的认识，都可以归约到阴阳的认知模式。正
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周易·系辞上》)，阐明了万事万物都含摄着一
阴一阳的自然之道，并在阴阳矛盾双方的互补互动
中存续。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处于统一体中的矛
盾双方相对相斗相争、互依互化互通，在动态平衡
中保持事物之质的稳定性。阴阳矛盾双方之间对
待斗争与互补平衡的交相作用就体现了马克思主
义唯物辩证法矛盾对立统一的规律。第二，中庸之
道的“过犹不及”思想强调准确把握事物的“度”体
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质量互变规律。中庸是儒
家在道德上追求的至高境界;中庸之“中”强调在日
常生活实践中为人处事和解决问题要做到不偏不
倚，达到恰到好处;也就是要在事物变化发展过程
中准确掌握“度”，既不要偏向“不及”的一端，也不
要走向“过”的一极，在“过”和“不及”的两个极端
中寻找到适中合宜的解决方法。这就涉及到马克
思主义哲学中的质量互变规律，它本身从方法论上
要求我们在实践中注意把握“适度”的原则。第三，
儒家的“日新”之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否
定之否定规律。“日新”就是对不合时宜的旧事物
的否定，并不断地生发出新生事物，也体现了变革
和继承相统一的扬弃。《易传》系辞篇云“日新之
谓盛德”，也就认识到宇宙的盛德、社会的法则就是
新事物必然代替旧事物。《大学》引用商汤之《盘
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激励人们不
断地自我革新，弃旧图新;唯有如此，社会主体才能
不断地在自我肯定与自我否定交替运动中实现提
升和进步;事物的发展才能实现周期性螺旋式上升
和波浪式前进。儒家学说中的“阴阳学说”“过犹
不及”“日新之说”深刻地蕴含着马克思主义辩证
法的三大规律。在英国学者李约瑟看来:“唯物主
义辩证法起源于中国，由基督教徒传播到西欧，再
经由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演绎转化后，又复归中
国”［15］。儒学中蕴含的辩证法思想已经渗透到人
们的生活实践中，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智
慧，但这也需要在解决当代问题的实践中接受马克
思主义辩证法的指导，实现传统文化中辩证法思想
的创造性转化，用儒家辩证法思想涵养马克思主义
辩证法;最终构建起融入民族特色，体现中国风格
的特色社会主义辩证法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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